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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行”是一种警跸简约且具隐秘性的中国古代帝王的外出巡幸方式。宋

太祖常以此方式频繁出宫，暗察群情，监视朝臣。宋徽宗自政和年间开始私幸

臣邸，游戏宫外，并专设行幸局为其微行提供各项服务。面对宋徽宗这种只为

一己私欲的微行之举，朝臣中进言怂恿者不乏其人，无声默认者更多，仅有秘书

省正字曹辅上书劝谏。以宋太祖为代表的历代开国帝王，多将微行作为稳定朝

局的有效手段；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王朝后期皇帝，其微行多为游玩消遣。唐宪

宗首次提出帝王须“戒微行”，宋仁宗于皇年间始与大臣探讨帝王微行的弊

端，此后，“戒微行”逐渐成为宋代君臣遵循的“祖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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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帝王行为时刻影响着朝局态

势，而其中定期、有组织、公开性的巡幸活动则

有利于维护政局稳定，这也使得常规性巡幸活

动成为古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

代交通和通讯方式落后，为了维系正常的统治

秩序，历代皇帝多数时间都身处皇宫之中，如若

外出，也常以公开巡幸的名义，届时不仅有大量

人员随从，而且防卫措施极为严密，警跸事宜

可谓滴水不漏。然而有些皇帝出于个人原因，

常会身着便服，私下出行，古代帝王这种微服出

行的举动通常被称为“微行”［１］３１６“私幸”或

“燕出”。

目前学界对宋代皇帝微行已有所关注，如

有学者在探讨北宋皇帝行幸活动时，就提到了

宋徽宗曾秘密莅临蔡京府邸，以及蔡攸力邀宋

徽宗到宫外微服私访之事［２］；也有学者在描述

宋代城市生活时，曾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对宋太

祖、宋太宗、宋徽宗三位皇帝微服出行的情况作

了简单介绍［３］。不过至今未曾见到学者对宋代

皇帝的微服私访作过详细考证，也无学者从皇

帝微行的角度观察宋代政治运行的一些隐秘不

宣的细节。鉴于此，本文拟对宋代皇帝微行作

一深入研究，探析宋代皇帝微行的原因和君臣

对微行的认识与态度，并在梳理其他朝代帝王

微服出行概况的基础上，探讨历代帝王微行的

规律性，剖析微行这种隐性的帝王巡幸行为对

当时国家政局的影响。

　　一、宋代以前帝王微行概况

微行作为一种私人性质的帝王巡幸活动，

既较为隐秘又有违礼法，故史书所记有限，追溯

古代帝王微行到底源于何时很难。不过据《列

子》记载，被称为三圣之一的帝尧在其执政５０

年之时，欲知天下是否已经大治，“乃微服游于

康衢”［４］。此说发生于公元前２０００多年，距今

４０００多年，年代久远、彼时尚无文字，历史凭口

口相传，无法考证是否确有此事，但这是目前已

知关于古代帝王微行最早的传说。在春秋战国

时期，赵武灵王曾“诈为使者入秦，欲自略地

形，因观秦王之为人”［５］。秦灭六国之后，中国

开始进入大一统时期，此后历代王朝都有帝王

微服出行，如秦始皇三十一年（前２１６年），“始

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

见窘，武士击杀盗”［６］。

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汉之前，君王微行并不

多见，即使出现，也常具有某种政治目的，并非

游玩享乐。正如南宋人郑锷所言：“先王之制

（即巡狩制度），禁卫严密，一有会同周防若此，

不敢轻其身以危社稷宗庙也。自汉以来，为帝

王者，或为微行，游畋射猎，晨出夕返。”［７］郑锷

在这里所说的“汉代帝王”指的是汉武帝，从文

献记载的历代帝王微行事迹来看，他的论断是

比较客观的。有关汉武帝微服出行、游猎郊外

的事迹在班固的《汉书·东方朔传》［１］２８４７中有

详细的记载。

　　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

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

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

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

“期门”之号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

乃出，常称平阳侯。

从班固的描述来看，汉武帝微行范围北至

池阳（即池阳
"

，位于汉长安城以北约 ２５公

里），西至黄山（即黄山宫，位于汉长安城以西

约４５公里），南至长杨（即长扬
"

，建于上林苑

中，位于汉长安城西南约５０公里），东至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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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宜春苑，位于汉长安城东南约１５公里）［８］；

微行之时有侍中、常侍、武骑、待诏等众多随从，

并经常假借平阳侯的身份夜晚微行，出城游猎。

如此堂而皇之地将皇帝微行记录在正史当中，

说明在西汉时期，皇帝的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

种正常现象。宋人真德秀认为：“汉武之微行

也，特以快从禽之乐尔。当时丞相御史不能谏

争，乃私置更衣，为投宿之所，可谓逢君之欲者

矣自武帝开端。”［９］８２３汉武帝大张旗鼓地行微行

之举为后来的汉代皇帝所效仿，如鸿嘉元年

（前２０年），汉成帝“始为微行出”［１］３１６，并效仿

汉武帝，“常自称富平侯家人，从近幸小臣以

出”［９］８２３。大臣谷永在其所上谏书中提到，汉成

帝曾“数离深宫之固，挺身晨夜，与群小相随，

乌集杂会，饮醉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流湎華?，

溷?无别，闵免遁乐，昼夜在路。典门户奉宿卫

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

积数年矣”［１］３４６１。可见，汉成帝不顾帝王形象，

常与小人私客为伍，频繁出宫，饮醉吏民之家，

有时甚至连王公大臣都不知其身在何处。无怪

乎宋人真德秀痛斥“成帝之微行，其丑有甚于

武帝者”［９］８２３。

唐代也出现了多位皇帝微服出行的情况，

如武德二年（６１９年），唐高祖微行察风俗［１０］４４６；

贞观初年，唐太宗在进士放榜之日，“私幸端

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

下英雄入吾彀中矣’”［１１］；神龙元年（７０５年），

侍中桓彦范在给唐中宗的上疏中写道：“胡僧

惠范，矫托佛教，诡惑后妃，出入禁闱，挠乱国

政，陛下又微行数幸其私第，上下華黩，有亏

尊严。”［１２］

综上可知，汉代之前，帝王微行外出通常出

于某种政治需要，其微服私行的活动也具有隐

秘性，外人很难得知，这应该是出于保障帝王人

身安全的考虑与维护其个人形象的需要。从汉

武帝开始，皇帝微服私行次数明显增多，公开化

程度有所提高，在西汉时期呈现出常态化的特

点。唐代微服私行的帝王人数也不少，其微行

活动也较为频繁，但与汉代相比，此时的帝王微

行活动再次趋于隐蔽，重新回到了两汉之前的

状况。

　　二、宋代微行的皇帝及其微行特点

众所周知，由于宋朝以兵变建立，其初期所

面临的政局形势与汉唐迥异。为了稳定当时的

朝局，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曾多次以微行的方式

来慑服群臣，暗察民情。李焘在《续资治通鉴

长编》中两次记载宋太祖频繁微服出行之事，

建隆元年（９６０年）十二月壬辰条载，“上既即

位，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１３］３０；开宝元年

（９６８年）七月丙午条载，“上自即位，数出微行，

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１３］２０４。其实早在赵匡

胤追随周世宗征讨淮南徐州城时，因后周军队

攻城屡屡受挫，赵匡胤听闻“有镇州赵学究在

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

直”，便猜测此人应素有谋略，于是就“微服往

访之”［１４］。

作为宋朝开国时代的第二位皇帝的宋太

宗，因同样历经五代乱世，所以在执政方式上与

其父宋太祖颇有相似之处，也曾仿效宋太祖微

服出行以暗察民情。蔡绦在 《铁围山丛

谈》［１５］３－４中就记载了一则宋太宗微行的故事：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

辇下诸肆有为丐者不得乞，因倚门大骂为

无赖者。主人逊谢，久不得解。即有数十

百众，方拥门聚观，中忽一人跃出，以刀刺

丐者死，且遗其刀而去。会日已暮，追捕莫

获。翌日奏闻，太宗大怒，谓是犹习五季

乱，乃敢中都白昼杀人。即严索捕，期在必

得。有司惧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不

胜其忿而杀之耳。狱将具，太宗喜曰：“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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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心若是，虽然，第为朕更一覆，毋枉焉。

且携其刀来。”不数日，尹再登对，以狱词

并刀上。太宗问：“审乎？”曰：“审矣。”于

是太宗顾旁小内侍，取吾鞘来。小内侍唯

命，即奉刀内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

“如此，宁不妄杀人。”

这则故事说明了两点：一是宋太宗在微服

出行期间，有随从携带兵刃对其进行严密防护；

二是看似宋太宗通过亲身经历，纠正了司法人

员对杀人案件勘察不实的错误，实际上是告诫

大臣，自己虽常居深宫，但仍然明察秋毫，以此

来达到震慑群臣的目的。

元符三年（１１００年），宋哲宗猝然驾崩，因

事发突然，太子未立，后由其弟赵佶即位。尽管

宋徽宗在书画艺术方面成就很高，但在国家治

理方面政绩不显。即便如此，宋徽宗也并不是

在即位之初就贪图安逸，不问政事。王夫之在

《宋论·宋徽宗》的卷首就写道：“徽宗之初政，

粲然可观。”［１６］１４５他虽在后文对此又稍有质疑，

但不可否认，至少在宋徽宗即位的前十年里，国

家政局依然比较稳定，宋徽宗基本上做到了谨

遵祖制，较好地履行了一个皇帝应尽的职责。

然而到了政和年间，蔡京父子把持朝政之后，就

开始鼓吹“丰享豫大之说诱惑人主”［１７］，宋徽宗

更是在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七月，专门颁布用以

粉饰太平、为其即将开始的奢侈腐化生活寻找

借口的《丰豫盛时毋为裁损计诏》［１８］７１６。此后

的宋徽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

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１９］４１８。

加之赵佶本就不是皇室立储对象，其品行操守

从未经过专门培养。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开

始贪图享乐，其突出表现就是经常微服出宫，游

玩都市。关于宋徽宗开始微服出行的时间，蔡

绦在《铁围山丛谈》中曾委婉提及：“太上以政

和六七年间，始讲汉武帝期门故事”［１５］３；在《皇

宋十朝纲要》一书的“政和六年十二月乙丑”条

也记载：“是岁微行始
#

”［２０］５０８，二者相互印证，

可知宋徽宗微行开始的时间应是政和六年

（１１１６年）。《皇宋十朝纲要》随后也记载了政

和八年（１１８年）九月的某天晚上，皇宫大火，焚

毁房屋五千余间。当时坊间盛传皇宫发生火灾

的那个夜晚，宋徽宗并未在大内休憩，而是“微

宿于外”［２０］４９２。《宋史·曹辅传》［１９］１１１２８曾对宋

徽宗微行情况有过如下具体描述：

　　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

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

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

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

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

阿顺，莫敢言。

这段史料表明，宋徽宗自政和以后频频微

服出宫，并由行幸局负责其各项微行事宜。行

幸局如同为采办花岗石事务而特设的采石所

（又称花石所）一样，是专为宋徽宗微行服务而

独创的办事机构。一旦宋徽宗因微行出宫彻夜

不归，行幸局会立即派人假传圣旨称其身体有

恙而不能上朝。

除上述三位宋帝外，现存宋人著述中未再

见到其他皇帝微行的事情。不过，清人周亮工

在其《字触》中记有一则宋高宗微行途中偶遇

测字大师谢石的故事［２１］。这则故事在明清私

家著述中多有记载，说法不一，唯有周亮工认为

宋高宗是在微行闹市时偶遇谢石，并令其测字。

笔者以为这种场景设置是为凸显谢石神鬼莫测

的测字能力，宋高宗微服出行之事反而不足为

信。事实上，赵构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重建

了赵宋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局是极为不

稳的，若说他如宋太祖一样多次微服出行，恐很

难令人信服。至于为何史书中不曾见到南宋后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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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皇帝微行的记载，或许因为宋金（蒙）战争愈

演愈烈，时局动荡，加之韩?
$

、史弥远、贾似道

等权臣相继把持朝政，皇帝的行动自由大多受

限，而传世文献中记载南宋后期史实又着实较

少，这使得我们不清楚当时是否有皇帝微服出

行。这样看来，除宋太宗微行事迹仅见于《铁

围山丛谈》外，宋高宗微行之事为清人所记，真

实性尚待考证，宋太祖和宋徽宗微行的事迹在

多部宋人所著正史典籍中都有详细记载，应确

有其事。

依上分析，可发现宋代皇帝的微行一是在

北宋初期，一是在北宋后期。宋代皇帝微行的

这种时间分布情况，大致符合史书中所载历代

皇帝微行出现的时间。根据前文所述与其他文

献记载可知：作为秦朝开国皇帝的秦始皇曾微

行咸阳；微行之举影响深远的汉武帝是在西汉

前期，效仿汉武帝微行的汉成帝是西汉后期帝

王，东汉后期的汉桓帝更是“好微行近习之家，

私幸宦者之舍”［２２］；唐代开国之初的唐高祖、唐

太宗都曾微服出行，唐代后期的唐宣宗也好微

行，唐人温庭云、卢沆、贾岛都曾遇到过微行时

的唐宣宗［２３］；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年），“微行至神乐观”［２４］１６２０。尽管没有

直接材料揭示各个朝代进行微服私访的皇帝为

何均出现在王朝初期和后期，不过从文献中记

载历代帝王微行事迹来看，这种历史现象发生

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每个朝代开国者在称帝

之前，通常都有过戎马生涯，依其生活习性是很

难久居宫中的。加之朝代初建，各项制度亟待

完善，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皇帝需要借助微行方

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相比于这些王朝缔

造者，他们的后辈们由于生活在太平年代，从小

锦衣玉食，微服出宫也仅为游玩。尤其是到了

王朝后期，朝堂之上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皇位的

继承者并不一定是当初的既定人选。对于这些

没有受过严格帝王行为规范训练的皇帝们来

说，整天不辞辛劳地处理政务的生活或许是他

们无法忍受的。这样一来，偶尔微服出宫，游玩

放松可能会成为一种必然，宋徽宗就是典型例

子。其二，史书当中记载历代有过微行举动的

皇帝所出现时间基本一致，恐怕与古代历史书

写规范和帝王形象塑造有关。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微行具有鲜明

的特点。例如，宋太祖不仅微行活动频繁，公开

化程度高，而且政治目的性很强。这主要是由

于宋太祖是在后周恭帝柴宗训年幼、主少国疑

的情况下，以武力突然发动兵变，从而建立了宋

朝。这样一来，赵氏政权的统治基础就较其他

大一统王朝来说相对薄弱，短时期内无法得到

社会各层民众的拥护。为了震慑群臣以稳定朝

局，关心民生疾苦以塑造良好帝王形象，微服出

行便成为了宋太祖的必行之举。

如果说宋太祖微行是为巩固政局而所实施

的帝王统御之术，那么宋徽宗的微行就是毫无

政治意图、纯粹为满足其个人私欲的行为了。

宋徽宗不仅喜欢微服出行，而且经常留宿宫外，

以致于有时无法上早朝。此外，宋徽宗在注重微

行活动保密性的同时，还专设了行幸局以处理与

其微行相关的各项事宜，成为历代微行皇帝中唯

一一个设置此类机构的帝王。可以说，宋徽宗微

行活动已集制度化、公开化与常态化于一身。正

因如此，宋徽宗微服出宫的故事为后世津津乐

道，各类版本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其实赵佶本

就是生性洒脱、不喜拘束之人，加上蔡京、王黼、

梁师成这些佞臣们的经常劝诱，微服出宫、私幸

臣家、游玩都城的事情也实属正常。

　　三、宋代皇帝微行的原因

清人王夫之在其《宋论》一书中曾对宋太

祖微行之事有过专门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将古

代帝王微行的原因概括为三点：一是有天命者，

任自为之；二是狂荡嬉游；三是苛察以为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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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称其念在国民，以伺官箴之污洁，民生之苦

乐，国事之废举者也［１６］９。实际上，古代皇帝微

行的原因远比王夫之所总结的更为复杂。下面

以宋代皇帝为主体，同时兼论其他朝代帝王，来

探究其微行的具体原因。

１．警跸简约，以便出行

警跸制度可谓由来已久，宋人高承在其

《事物纪原》一书中曾专列“警跸”一条［２５］。根

据高承的记述，自周代开始，警跸制度已经出

现，起初称之为“跸”，主要侧重于天子出行的

礼仪规格，彰显其帝王身份；后来将皇帝出行安

全工作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称之为“出警

入跸”。在宋代，负责皇帝巡幸过程中礼乐的

机构为“引龙直”，后改为“钧容直”，由内侍统

领，人数起初为１３６人，后增至２００余人，“每巡

省游幸，则骑导车驾而奏乐焉，亦可谓盛

矣”［２６］。正是由于皇帝正常出行时人员众多，

导致其自由受限，行动极为不便，才使得一些皇

帝选择微服出行。宣和四年（１１２２年）四月，河

北、河东路宣抚使童贯率军北上时，宋徽宗“微

行出北郊齐宫饯之”［２０］５２４。另外，宋徽宗欲游

玩市井时，内侍杨戬曾言：“陛下若摆动銮舆，

则出警入跸，左言右史，市井肃清，反不自由，莫

若易服，装扮做个秀才儒生，臣等装为仆从，由

后载门出市私行，可以恣观市 风景。”［２７］３４从

杨戬的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公开巡幸

和微行与自由与否有关，宋徽宗接受了杨

戬［２７］３４－３５的建议———

　　徽宗闻言大喜，实时易了衣服，将龙衣

卸却，把一领皂褙穿著，上面著一领紫道

服，系一条红丝吕公绦，头戴唐巾，脚下穿

一双乌靴，引高俅、杨戬，私离禁阙，出后载

门，留勘合与监门将军郭建等，向汴京

城里。

从以上描述来看，宋徽宗微服出行时完全

是一副标准的宋代儒生装扮，加之高俅、杨戬等

一帮仆从随行其后，游玩于汴京城中，任谁也无

法将其与九五之尊联系在一起。另外，虽然皇

帝微行时警跸较巡幸时简约，但其警备事宜未

有丝毫松懈。王夫之认为帝王“微行之顷，左

右密护之术必已周矣”［１６］９，如“汉武帝好微行，

因置期门郎，与之期于殿门，平帝改虎贲中郎

将”［２８］。这样看来，至少在汉武帝时期，皇帝身

边已经出现一支专门负责其微行期间人身安全

的护卫。宋代微行的皇帝也极为注重自身安

全，宋徽宗曾在微行之初的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

十一月，就命深受其宠信的三子，即嘉王赵楷

“提举皇城司整肃随驾禁卫所”［２０］４９１，全权负责

其在微服私行之时的各项安全事宜。

２．暗察民情，震慑群臣

王朝建立之初，制度草创，政局不稳，皇帝

常微服出行了解民情。例如，宋太祖即位之初，

“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２９］。其他朝代初

期的帝王微行原因也多如此，如武德二年（６１９

年），唐高祖微行察风俗［１０］４４６；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年），明太祖“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

者。冀日，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

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２４］１６２０。

可见，有些开国皇帝依据微行所见所闻，会对某

些国策进行调整，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在通过兵变取得帝位

后，为安抚人心，对后周朝局未做大的改动。为

了稳固统治，震慑群臣，宋太祖常常微服私幸大

臣之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上自即位，数

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

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普谓上不复出矣，久

之，闻扣门声异甚，亟出，则上立雪中。”［１３］２０４可

见，宋太祖对其视为股肱之臣的赵普极为防范，

经常私幸其家。赵普每日下朝回家后并未立即

更换便衣，以防宋太祖突然莅临，至于那些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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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臣就更是诚惶诚恐了。司马光在《涑水记

闻》中也记载了在赵普任宰相期间，宋太祖“车

驾因出忽幸其第”，发现了吴越王钱?送给他

的十瓶瓜子金［３０］。

不过，皇帝想以微服出行方式了解详实的

民情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皇帝微服出行的范

围有限，通常都在都城之内；二是因为所见情况

较为片面，无法推而广之。王夫之认为，皇帝想

要获悉一国之情的途径应该是：“自朝廷而之

藩牧，自藩牧而之郡邑，自郡邑而之乡保。听乡

保之情者，邑令也；听邑令之治者，郡守也；听郡

守之政者，藩牧也。……天下之足，皆吾足也；

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

也。”［１６］１０可见，县令通过乡保了解一县民情；郡

守通过治下县令知晓全郡情况；藩牧通过各郡

长官获得辖下群情，然后上报朝廷，最后上达天

听，这才是皇帝全面了解民情的正常途径。因

此，在王夫之看来，以暗察民情作为皇帝微服出

行的正当理由是不可取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宋朝立国不久，宋太

祖就已命专员负责密探事务。有学者研究，乾

德三年（９６５年），宋朝已特设专职情报机关武

德司，到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年），武德司改为皇

城司，其主要职责就是伺察军政、察办民俗异事

和谤议朝政者、侦查官吏的不法行为、侦捕和查

处违禁人物和察传其他消息［３１］。也有学者认

为，宋代皇帝通过皇城司派遣密探，探访各种事

务，不仅可得知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事件，也可以

不通过州府而直接得知大大小小的民间琐碎事

件。凭借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预防官吏、军人的

阴谋和非法活动，而且还可以通晓民情，用所谓

“察察之明”的威势，使其一手掌握政治上的

实权［３２］。

这样看来，皇城司的出现取代了原本由皇

帝个人通过微行来暗察民情、震慑群臣的政治

职能，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宋太宗之后

再无宋朝皇帝为获知下情而微服出行了。而明

代的厂卫制度在宋代皇城司制度的基础上有了

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使得如宋太祖那般为体

察民情、监察群臣而频繁微行的情况彻底消失

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３．私幸臣家，以示恩宠

为表示对个别大臣的宠爱，皇帝常以私人

身份造访其家。宋徽宗曾乘轻车小辇，七次临

幸蔡京府邸［１８］７３０，足见对其恩宠之至。其他朝

代也有类似情况，如东汉桓帝曾“微行私过幸

河南尹梁胤府舍”［３３］１７６，明宣宗“尝微行夜幸

（杨）士奇宅”［２４］４１３５。不过古人向来对君臣之

礼极为重视，认为皇帝不可屈尊微服到臣子家

中，即使其想通过亲临方式表达对其关怀，也只

能在大臣生病或去世之际等一些特殊时期：

“君臣之间，可深情以相敬，不可越分以相交。

是以帝王于臣，有疾则临，如太宗于李靖；有丧

则临，如光武于祭遵。此以厚其情而已，未闻微

行私幸者。”［３３］１７６可见，帝王对大臣的关怀是有

一定限度的，对于微行私幸之举是不提倡的。

４．游幸宫外，消遣玩乐

在王朝后期，因政局稳定，承平日久，皇帝

很难再如王朝初期帝王那样攻苦食淡，勤政为

民，更多的是奢侈腐化，贪图享乐。宋徽宗是历

代王朝后期皇帝微行宫外的代表。为说服宋徽

宗微服出宫游玩，蔡攸曾言：“人主当以四海为

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何必自苦？”宋徽宗采

纳其建议，“遂易服私行都市”［２７］２４。又某日宋

徽宗自言：“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

活，朕欲出观市 景致，恨无其由有”，内侍杨戬

随后进言可易服微行［２７］３４。

　　四、宋代君臣对微行的态度

通常来说，诸如国家祭祀、视察地方等帝王

公开性的巡幸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也

是皇帝职责的一部分。相比而言，微行多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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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帝王行为失范的表现，其积极作用较小，而潜

在的危险却极大。但凡明君贤臣理应对其有所

警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同历代君臣一样，宋

代君臣在对待皇帝微行的态度上也多有分歧。

１．群臣的态度

在朝臣看来，为了维护政局稳定，皇帝个人

安危极为重要，群臣需要时刻了解其行踪。一

旦皇帝不在宫中，长时间脱离大臣们的视线，就

有可能造成朝堂恐慌，后果不堪设想。例如，宣

和五年（１１２３年）十一月十七日，宋徽宗临幸王

黼宅邸，观看其之前上书所言家中屏风长出的

玉芝。在此期间，宋徽宗经便门以微行方式去

了梁师成府邸，随后二人一同返回王黼家中。

由于宋徽宗在与王黼、梁师成、谭稹等人宴饮时

喝得酩酊大醉，王黼欲将宋徽宗留宿家中以示

其恩宠，于是就擅自传达圣旨，让侍从百官各自

散去，却不料禁卫诸班殿直极力要求面见宋徽

宗以谢圣恩，不得已，梁师成与谭稹将宋徽宗搀

扶出来与众人见面。当时宋徽宗已醉得不省人

世，以至于不能言语。像宋徽宗这般因临幸臣

家、宿醉不归的情况是极少见的，就连宋人自己

也感慨这是“祖宗以来，临幸未之有也”。或许

是苏醒之后的宋徽宗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性，于是就在当天夜里赶回大内［３４］———

　　乃开过龙德宫复道小墙谓鹿寨门者以

还内。宦者十余人执兵接之而去，三衙卫

士无一人得入者。是夜，诸班禁从皆集教

场备不虞，几生变。翌日，犹不御殿。殆半

日，人心始安。

现在看来，留宿王黼家中应当不是宋徽宗

的本意，为防止宫廷政变，宋徽宗连夜从由端王

府扩建而成的龙德宫秘密赶回大内。这次留宿

事件使得朝臣们人心惶惶，“几生变”三字很好

地从侧面显示了皇帝坐镇宫中的重要性。这虽

然仅仅是一次因公开临幸臣家、醉酒后而不返

回皇宫的偶然事件，但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始

料未及的事情。如果是皇帝秘密出宫微服私

访，不小心被他人获悉其不在皇宫的情况，可能

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正因如此，劝谏皇帝

戒微行就成了历朝大臣的重要职责之一。但实

际上，大臣对帝王微行的态度并不一致。

一般来说，只要得知皇帝微行的消息，就会

有大臣上疏劝谏。早在春秋时期，“吴王欲从

民饮酒，伍子胥谏以白龙鱼腹有豫且之患”，最

后吴王听从了伍子胥的谏言［５］６８３；东汉桓帝极

喜微行，尚书杨秉曾上《谏微行书》［３３］１７６－１７７。

针对宋太祖经常微服出行的情况，有大臣谏言：

“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

不虞之变，其可悔乎！”［１３］３０宣和元年（１１１９

年），秘书省正字曹辅也曾上书劝止宋徽宗微

服出行：“臣不意陛下当宗庙社稷付托之重，玩

安忽危，……况今革冗员，斥滥奉，去浮屠，诛胥

吏，蚩愚之民，岂能一一引咎安分？万一当乘舆

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祸心，发鱋虿之毒，奋

兽穷 之 计，虽 神 灵 垂 护，然 亦 损 威 伤 重

矣。”［１９］１１１２９可见，曹辅规劝宋徽宗放弃微服出

行的理由有二：一是有损帝王威严，为维护其形

象和声誉，皇帝需要戒微行，如若君王频繁微行

出宫，只会让臣民以为皇帝贪图享乐，荒于政

事；二是当时朝政处于革新时期，触犯了部分人

的利益，有些人对宋徽宗的执政有所不满，恐怕

歹人包藏祸心，对宋徽宗个人安全产生威胁。

现在看来，曹辅上这封谏书的本意或许是委婉

地劝告宋徽宗，因其奢侈安逸，荒废朝政，任人

不贤，民怨沸腾，如若再不顾形象，肆意微行宫

外，只会导致官民矛盾愈演愈烈，统治地位岌岌

可危。可是，宋徽宗不仅未接受曹辅的谏言，还

严令宰执大臣责问曹辅，最后朝廷下令免去曹

辅官职，并将其编管郴州［２０］５１３。曹辅的族弟曹

中也因此事受到牵连，被罢去永州知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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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３５］。少数大臣为了自己能够受到皇帝器重，

故意阿谀迎逢，怂恿君王微行出宫，这类现象在

宋徽宗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蔡攸曾劝宋徽

宗：“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

能几何，岂徒自劳苦？”［１８］７３０高俅也曾上奏曰：

“人生如白驹过隙，倘不及时行乐，则老大徒伤

悲也。”［２７］３４在蔡攸、高俅等人看来，只要能够博

得宋徽宗的欢喜，其他无需顾忌。

当皇帝微服出行过于频繁时，除个别大臣

上书劝诫、少数大臣进言怂恿外，绝大多数朝臣

对帝王微行持默认态度，这应该是由于君臣地

位不对等的原因使然。比如，汉武帝极好微行，

当时朝中大臣不仅对其保持沉默，更有甚者在

家中为汉武帝专设衣室，“汉武之微行也，特以

快从禽之乐尔，当时丞相御史不能谏争，乃私置

更衣为投宿之所，可谓逢君之欲者矣自武帝开

端”［９］８２３。宋徽宗因宠幸蔡京父子，曾多次微行

其府邸，“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

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１９］１１１２８。

２．皇帝的态度

皇帝微服出行，不合礼制、有失帝范，为维

护王朝统治，理应受到抵制，然而历代都不乏有

微行的帝王。对于微行，宋代皇帝有着两种截

然不同的态度。

宋太祖即位后颇好微行，有大臣以王朝初

立、人心未安、微行风险较大为由上书劝止，宋

太祖却认为：“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

为天下主，虽闭户深居何益。……有天命者，任

自为之，我不汝禁也。”［１３］３０可见，自诩上承天命

的赵匡胤认为微服出行不存在危险，无需多虑。

同时宋太祖通过微行之举彰显自己是天命所

归，为其统治的正统性寻找借口。另外，宋徽宗

在蔡京等人怂恿下，也频繁微行，毫无顾及。在

大臣们都保持沉默时，官微言轻的秘书省正字

曹辅愤然进言劝止。宋徽宗看到曹辅的上疏

后，不仅未能体察其良苦用心，采纳其真知灼

见，以反省自身所为，反而将奏札“出示宰臣，

令赴都堂审问”［１９］１１１２９。可见，宋徽宗明知微行

不可取却不知悔改，为堵悠悠众口，借宰执大臣

之手对曹辅上书劝谏之事定罪，从此朝堂之上

再无一人对其微行游玩提出质疑。这说明，无

论是宋太祖还是宋徽宗，都不顾大臣劝谏、肆无

忌惮地微行。

对于微行，宋代皇帝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

态度是以史为诫，以身作则，极力抵制微行之

举。宋仁宗作为公认的宋代皇帝中的帝范表率

者，对古代帝王微行之举是极力反对的。例如，

皇二年（１０５０年），宋仁宗在迩英阁读《汉

书·东方朔传》时，看到汉武帝曾多次微行，与

侍读学士丁度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帝曰：‘帝

王每出，须中严、外辨，何容易如此？’丁度对

曰：‘武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资，所以穷志

极欲。’帝曰：‘若安宁之时，常思危亡之戒，安

有后悔。’”［３６］可见，宋仁宗认为帝王出行时警

备事宜极为繁琐，颇耗人力，对汉武帝不顾个人

安危、肆意微行的举动很不赞同。听过丁度的

解释之后，宋仁宗认为，帝王应该居安思危，不

能因承平日久而安逸享乐。这说明宋仁宗认为

帝王绝不可微服出行。宋仁宗之后的英宗、神

宗、哲宗都谨遵帝范，从未有过微行之举，不仅

如此，朝廷甚至严禁官员身穿便服，微行街市。

例如，绍圣五年（１０９８年）三月，宣德郎司马宏

和承务郎勾当染院李无咎身服便衣，微行街市，

杂与小人为伍，观看车马之事为朝廷所知，宋哲

宗为此专门下达御批：“士人立朝，全无廉耻，

可送御史台疾速取勘，具案奏裁。”［１３］１１８１１－１１８１２

可见，宋哲宗对一些官员不顾形象、身着便衣、

与市人结伴游玩都市的事情是极为不满的。

　　五、“戒微行”与“祖宗之法”

历史上首次提出帝王须“戒微行”的是唐

宪宗。唐宪宗在阅览《贞观实录》《开元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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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看到了唐太宗为教导储君言行而撰写的

《金镜书》和《帝范》，以及唐玄宗所著的《开元

训诫》。唐宪宗效仿其祖，在元和四年（８０９年）

编制了《君臣事迹十四篇》，其中第四篇题目就

是“戒微行”［１２］６６０。遗憾的是，宪宗之后的唐代

帝王并未严格遵循祖训。经过唐末五代百余年

的战乱纷争，宋朝顺势而立，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又一次进入大规模重塑时期。学者们在“祖宗

之法”理论框架之下，对宋朝建构的统治模式

作出了某些科学性的解释，如有学者认为“祖

宗之法”的基调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并于

宋仁宗朝前期正式提出［３７］。但在构建“祖宗之

法”统治秩序的北宋前期并未出现对皇帝杜绝

微行的探讨。直到皇二年（１０５０年），宋仁宗

与侍读学士丁度在谈及汉武帝微行事迹时，才

首次对帝王微行之举进行讨论，最后丁度言：

“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
%

音，未尝不忧勤天

下，此陛下祖宗以来家法尔。”［３６］１１５实际上这是

将“戒微行”视为皇帝居安思危、勤忧天下的表

现。之后，在宋哲宗元五年（１０９０年），给事

中兼侍讲的范祖禹上《帝学》８篇，该书卷二“宪

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条收录了唐宪宗

所著包括“戒微行”在内的君臣事迹１４篇；卷

五“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
%

神文圣武浚哲明孝

皇帝”条记载了宋仁宗与丁度有关帝王微服出

行话题的谈论，范祖禹著《帝学》的本意是让后

世帝王“法象于祖宗”［１３］１０７６２。这样看来，或许

可将“戒微行”作为宋代君臣默认的“祖宗

之法”。

纵观两宋历史，除宋太祖颇好微服出行外，

之后的皇帝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微行的情况。至

于宋徽宗的频繁微行，并非制度设计有问题，而

是特殊背景下的产物，毕竟宋徽宗不是既定的

皇储人选，从未受过正规的储君训教，加之“祖

宗之法”在宋徽宗朝后期已经难以为继，出现

微行情况实属正常。

　　六、结语

宋代之前，微行被认为是一种常态的帝王

巡幸活动，虽偶尔有大臣上书谏止，但总的来

看，无论是朝堂君臣还是民间百姓，都默许了帝

王的这种行为。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北宋中期，君臣开始审视包括微行在内的各

项帝王巡幸事宜，尤其是经过宋真宗“东封西

祀，南祠北巡”等一系列大型外出巡幸活动之

后，宋人开始反思帝王离开都城、游畋郊外、祭

祀地方这些耗时费力的行为之利弊。在此背景

下，有关古代帝王微行的讨论也频频出现于各

种宋人典籍中。自宋仁宗朝伊始，皇帝微行行

为受到全面限制，除宋徽宗外，史书中未再见到

其他微行的宋代帝王。宋代皇帝微服出行情况

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历代帝王微行的特点：除微

行之时警跸简约、行动自由外，以宋太祖为代表

的王朝初期皇帝，多将微行作为暗察民情、震慑

群臣的重要手段；以宋徽宗为代表的王朝后期

帝王，其微行多为私临臣家、闲逛都市，以为游

乐。可以说，王朝前期帝王微行是稳定政局的

必要之举，王朝后期帝王微行则是反映王朝政

治态势日趋恶化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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